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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考察了个体的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之间的关

系。 实证研究发现: 首先, 工作稳定性对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 其次, 工作稳定性越高,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更可能向上偏移; 最后, 虽然工

作稳定性较高的个体更加倾向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阶层

地位没有清晰的认知和定位。 分析结果显示, 随着工作稳定性的上升, 个体的主观

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距离会逐渐缩小。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作为重

要工作特征的工作稳定性也是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及其偏差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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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分析社会分层的结构和变迁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 然而, 社会分层

的结构不仅是一种客观层面的社会事实, 它还会映射到人们的主观层面, 成为一种

心理事实, 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以往研究指出, 作为客观社会阶

层地位的反映,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与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 ( Demakakos et al.,

2008)、 社会心态 (华红琴、 翁定军, 2013)、 政治倾向 (Sosnaud et al., 2013) 等存

在密切关联。 而且, 同客观阶层地位相比, 主观阶层地位也能够更好地预测社会成

员的风险投资、 集体行动等诸多社会行为 (郑路、 徐旻霞, 2022; DHooge et al.,

2018)。 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分析社会成员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以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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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社会分层的结构。 特别是在经历深刻转型的中国社会,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更

是被视为理解社会变迁和衡量社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成为了社会学家们关注

的热点议题之一。

当前关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研究大多遵循韦伯的生活机会差异的研究传统,

强调阶层地位认同是人们对自身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地位认知的结果。 学者们指

出, 职业地位、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李飞, 2013; Jackman & Jackman, 1973)、 财

富 (郭小弦、 周星辰, 2023; 李骏, 2021)、 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 (许琪,

2018)、 社会交往 (刘晗, 2015)、 宏观的社会制度环境 (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Lindemann & Saar, 2014) 等结构性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 (刘欣, 2002)

是塑造人们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主要动力。 并且, 由于这些市场机会的差异化占有,

社会成员往往会出现主观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不一致的情形 (李培林, 2005;

Sosnaud et al., 2013)。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主观阶层地位的形成过程

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他们更多地强调收入回报的高低

和职业身份差异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而忽视了对其他工作特征的考察。 实际上,

人们在工作过程中不仅期望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和职业身份地位, 还会期待获得工

作的稳定性、 自主性以及较好的工作体验 (Kalleberg & Marsden, 2013)。 最近的研

究表明, 相比工作收入, 工作权威和工作自主性对创业者的阶层认同形成更为重要

(何晓斌、 董寅茜, 2021)。 这启示我们需要将更多的工作特征纳入阶层地位认同分

析中, 进而考察工作特征与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及其偏差之间的关系。

工作稳定性是重要的工作特征之一。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非稳定就

业的扩张, 工作的稳定程度对个体发展也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大量的研究表

明, 工作稳定性是健康不平等发生的潜在机制, 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对人们的身心健

康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Benach et al., 2014; Urbanaviciute et al., 2019)。 经验研究

还证实, 工作稳定性与个体的工作绩效、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表现等紧密联系, 它是

影响组织兴衰的重要因素 (田志鹏, 2023; Kuvalekar & Lipnowski, 2020)。 更为重

要的是, 工作稳定性还会影响社会成员的生育观念 (田志鹏, 2022)、 社会融入

(康传坤、 李静涵, 2022)、 婚姻家庭关系 (Blom et al., 2020), 甚至国家和社会的

和谐稳定 (Kalleberg, 2018)。 尽管如此, 却鲜有研究探讨工作稳定性与个体阶层地

位认同及其偏差的关联。 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缺位, 细致地考察工作稳定性如

何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及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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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分析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迁, 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同社会关系

的打破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上升。 在劳动力市场领域, 尽管再分

配时期劳动就业的 “铁饭碗” 被打破, 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

人们在工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断提高, 社会成员经历失业和工作流

动的风险大大上升。 研究指出, 在当今中国社会, 工作不稳定性等社会风险的增

加使得人们普遍存在 “生存的焦虑”, 进而影响到了人们对自身阶层的定位和认知

(陈光金, 2013)。 进入新时期以来,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非稳定就业和灵活就业的扩张日益改变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并形成了新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 (李骏, 2018; 朱斌, 2022)。 由于非稳定就业和灵活就业往

往同较低的收入回报和较差工作稳定性相关联, 因此, 我们更加有必要对工作稳

定性的社会后果, 尤其是工作稳定性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从而更加

准确地认识和理解非稳定就业的扩张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相关的社会问题。

基于上述讨论, 本研究将着重考察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之间关系。

具体来讲, 本研究试图通过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数据回答以下问题: 其一, 社会成员

工作稳定性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他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其二, 工作稳定性是否会

影响社会成员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相较于客观阶层地位的偏差程度; 其三, 工作稳

定性又是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相较于客观阶层地位的偏差距离。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研究的回顾

整体而言, 社会学家主要围绕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和主观阶层地位认

同相较于客观阶层地位的偏差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研究。

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是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议题,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地位

决定论和社会比较论两种观点。 地位决定论认为, 主观阶层认同被视为个人对自身

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的看法 (Jackman & Jackman, 1973)。 因此, 客观的阶层结

构显然会对主观阶层认同存在显著的影响。 换言之, 现代社会用来衡量个体阶层位

置的指标, 如教育、 收入和职业等反映个体市场能力差异的指标, 都可以很好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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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解释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差异 (李飞, 2013)。 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进

一步发现, 除了教育、 收入和职业等因素外, 财富资产 (李骏, 2021)、 父母和配

偶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来源 (许琪, 2018)。 并且, 既有

的研究还表明了不同制度环境下, 教育、 收入等指标的重要程度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例如, 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中, 收入是影响人们阶层认同

最为主要的因素 (Andersen & Curtis, 2012)。 国内的研究也显示, 由于工业化程度

的差异, 教育、 收入和职业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宋庆宇、 乔天

宇, 2017)。 此外, 地位决定论还意味着, 由于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人们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用来评价自身阶层认同的结构性因素也存在差异, 一些结构性因素对主

观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会变得更加凸显, 而另外一些因素则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最近的研究便表明, 随着消费和财富分层的兴起, 中国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从教育、

收入和职业的 “多元决定模式” 转变为以资产为主, 住房产权作为财富的象征与主

观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联存在强化的趋势 (李骏, 2021)。

社会比较论则认为, 主观阶层认同其实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 (Lindemann

& Saar, 2014)。 这里的社会比较包含两层意思: 与自身过去的经历进行比较; 与其

他社会成员, 如亲戚、 朋友或同事等进行比较。 按照这种观点, 阶层地位认同不仅

与那些反映个体市场能力和阶层位置高低的因素有关, 而且依赖于个体进行社会比

较时所选取的参照群体。 如果参照群体的收入、 教育、 职业等客观阶层位置高于自

身, 那么个体往往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刘欣, 2002), 从而有着更低的阶层地位认

同 (李飞, 2013)。 因此, 处于相同客观阶层位置的个体会因社会环境 (Andersen &

Curtis, 2012; Lindemann & Saar, 2014)、 自身社会流动经历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以及社会交往对象的差异 (刘晗, 2015) 对自身的阶层地位做出差异性的判

断。 而且, 由于社会整体上参照系的变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相同阶层位置的个

体的阶层认同也显著不同 (高勇, 2013)。

社会比较论表明,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它与客观的阶层位

置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 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

地位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即阶层认同的主客观偏差。 特别是处于社会分层结

构两端的群体, 更加容易出现主观阶层地位的认知偏差 (Sosnaud et al., 2013)。 国

外的研究显示, 主观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联系比较弱, 人们普遍存在着 “中产认

同” 偏好, 亦即阶层地位认同存在 “趋中” 的现象 (Evans & Kelley, 2004; K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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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s, 1995)。 国内的研究也表明, 快速的社会转型使得人们出现了社会身份认

同的 “断裂”,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偏差成为普遍公认的社会事实。 但与西方社会

不同的是, 中国社会的阶层认同更多表现为向下的认知偏移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高勇, 2013; 李培林, 2005; 刘欣, 2001; 许琪, 2018)。

目前, 仅有少量研究讨论了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形成原因。 一些研究认为,

阶层认同偏差来源于社会变迁过程中教育、 收入和职业地位之间的不一致性, 使

得人们处于多重群体之中, 从而弱化了主客观地位之间的关联 ( Hout, 2008;

Sosnaud et al., 2013)。 李培林 (2005) 提出的 “认同碎片化” 便是这一观点的发

展。 还有一些研究指出,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境遇有

关。 例如, 韩钰和仇立平 (2015) 的研究显示, 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偏差受到宏

微观结构性因素和生活态度的影响。 范晓光和陈云松 (2015) 的研究则发现, 个

体社会流动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雷开春 (2009) 的研究

表明, 白领移民特殊的社会境遇和群体地位对他们的主观阶层判断有显著的作用。

陈光金 (2013) 则指出了转型期生存的焦虑是中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的一个

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当前学者们对阶层地位认同及其偏差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解释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形成原因和机制的基础。 然而, 上述这

些基于市场能力差异的研究实际上更加适合分析分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 当人们

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 工作和生活的确定性越来越强时, 市场能力的差异只能

对个体阶层认同提供十分有限的理解。 因此, 我们需要转向对工作和生活不确定性

的考察, 分析工作稳定性如何影响个体的阶层认同和偏差。

(二) 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近几十年来, 由于经济、 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雇佣关

系逐渐发生了变化。 其中, 最为显著的是人们的工作越来越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充

满风险的状态。 这种不稳定和充满风险不仅反映在雇佣关系变化导致的非稳定就

业和灵活就业的扩张, 而且随着非稳定工作的普遍化, 人们的工作任期普遍缩

短, 工作不稳定化的特征日益突出 (Kalleberg, 2018; Standing, 2011)。 特别是近

些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就业形态的涌现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 无论是

传统意义上的高质量工作的从业者, 还是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事实上都面临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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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 经历工作流动和失业的风险也大为增加。 因此, 在这一

背景下, 工作稳定性对于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形成比以往发挥着更为明显

的作用。

已有文献中关于工作稳定性对个体健康、 幸福感等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两种理论

解释。 其一是社会经济的解释。 国内外不少学者注意到, 工作稳定性实际上已经成

为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 (李骏, 2018; 朱斌, 2022; Hudson, 2007)。 与稳定就

业相比, 非稳定就业往往同较低的收入和较差的工作保障相关联 (Kalleberg et al.,

2000; McGovern et al., 2004; 李骏, 2018)。 而且, 非稳定就业的劳动者也更加容易

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在不同的非稳定工作间徘徊 (Fuller, 2011)。 因此, 工作稳定性

较差的个体往往会面临总体收入水平与收入流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 此外, 非稳

定就业的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中也经常处于边缘地位 (Irvine & Rose, 2022)。 既有研

究表明, 工作不稳定所引起的收入不确定性以及在工作场所中的边缘化, 不仅会直

接影响到个体健康水平, 而且也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本积累 (Macmillan &

Shanahan, 2021; Irvine & Rose, 2022)。

关于工作稳定性的社会影响机制的第二种理论解释基于社会心理视角。 工作稳

定程度关系到人们对未来工作潜在社会价值和外在效益的预期, 较低的工作稳定性

意味着失去工作带来社会身份、 收入水平、 社会联系和社会地位等经济和心理社会

回报的风险增加 (Shoss, 2017)。 因此, 工作稳定程度的高低也是社会压力的来源。

按照评估框架 (appraisal framework) 的理论逻辑 (Lazarus & Folkman, 1984), 人们

会评估他们自身的资源来应对工作不稳定的情况。 但由于较低的工作稳定程度意味

着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增强, 个体不能有效地使用和投资这些资源来应对压力

(De Witte, 1999)。 因此, 工作稳定性的降低会对个体的健康、 幸福感等产生诸多不

利的后果 (Burgard et al., 2009; Urbanaviciute et al., 2019)。

资源保护理论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进一步补充了评估框架的理论

观点。 根据资源保护理论的观点 (Hobfoll, 1989), 工作稳定性的影响效应是资源增

长和损耗的过程。 在资源保护理论看来, 人们会专注于资源保护, 因为工作稳定性

和健康、 幸福感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当工作稳定性降低时, 人们会损耗其

他资源来进行弥补, 以实现将未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的目的。 这就是说, 工作稳定性

的下降所带来的其他资源的损耗是产生诸多不利的后果主要机制。 此外, 资源保护

理论还意味着, 工作稳定性的下降所带来健康等其他资源的损耗还会进一步降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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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稳定性, 导致进入损失螺旋的状态。 最近的研究表明, 工作稳定性与健康之间

是相 互 影 响, 而 且 这 些 影 响 也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发 展 成 某 种 周 期 性 模 式

(Urbanaviciute et al., 2019)。

研究者们对工作稳定性影响机制的理论探索为我们考察工作稳定性与阶层地位

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根据这些理论观点的逻辑, 工作稳定程度会影响到个体的

阶层地位认同。 这是因为, 资源的多少是衡量个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高低的标

志, 它是决定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们在前文中所阐述的教育、

收入、 财富、 职业地位等反映个体市场能力的指标均可视为个体的资源。 随着工作

稳定性的增强, 个体对未来工作的回报, 如工作收入、 职业声望和地位等有更高的

预期, 可供利用的资源也就越多。 所拥有的资源越多,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就会越

高。 反之, 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则意味着资源的损耗, 缺乏控制和可供使用资源的减

少, 导致个体阶层地位认同下降。 据此, 我们认为工作稳定性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阶

层认同。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与工作稳定性较低的个体相比, 工作稳定性较高的个体会有更高的阶

层地位认同。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也是阶层地位认同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 工作

稳定性同样也是影响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比较论中, “大鱼

小塘” 效应经常被学者们用来描述与不同参照群体的比较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影响

(Davis, 1966)。 简单而言, “大鱼小塘” 效应意味着, 当与在教育、 收入和职业等

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 由于比较优势的丧失, 个体的相对剥夺

感更强, 从而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导致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 相反, 如果个体

自身处于优势地位, 则会倾向于高估自身的地位, 引起阶层地位认同向上偏移。 按

照这一逻辑, 工作稳定性的上升所产生的较强的资源控制能力和保护能力, 会使个

体同样具有比较优势, 而且也更加不容易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 因而个体会倾向于

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即阶层地位认同向上偏移; 反之, 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则会增

加相对剥夺的风险, 导致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 另外, 当工作稳定性较高时,

个体对资源控制能力的上升也会降低生存焦虑, 具有良好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在这种状态中的个体也不太可能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而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则会导

致沮丧、 焦虑等负面情绪, 进而降低了对自身阶层地位的判断, 低估自身的阶层地

位。 基于上述讨论,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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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 与工作稳定性较低的个体相比, 工作稳定性较高的个体的阶层地位认

同更加可能向上偏移。

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讨论基本上止步于社会成员是高估抑

或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客观来讲, 无论高估还是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实际上都反

映出个体不能准确定位自身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 因此, 讨论个体对自身阶层

位置认知的准确程度———即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也同样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

会比较论认为, 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比较时形成的。

这意味着, 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不仅会受到比较结果的影响, 也会受到比较过程中

社会群体的压力和从众心理的影响。 既有研究表明, 中国社会整体的阶层地位认同

向下偏移是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李培林, 2005; 刘欣,

2001; 许琪, 2018)。 在社会阶层地位认同整体向下偏移的压力下, 人们在高估自

身阶层地位时会更加保守, 而低估自身阶层地位时又会显得十分激进。 例如, 处于

社会分层结构顶端的群体由于群体压力或从众心理更加可能十分激进地低估自身的

阶层地位, 形成更大的阶层认同偏差。 因此, 尽管我们研究发现具有某些特征的群

体倾向于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身阶层地位认知的偏差距离更

大; 相反, 他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可能比那些低估自身阶层地位的群体要小。

反之亦然。

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同样也会影响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认同偏差距离之间的

关联程度。 并且, 工作稳定性较差的群体受到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的影响要更强。

具体来讲, 根据前文的讨论, 工作稳定性较高的群体对资源有着更强的控制能力,

可供使用的资源也相对较多, 因而他们进行阶层地位认知时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也更加有能力缓解来自群体的压力, 从众心理也相对较弱, 所以他们对自身的阶层

地位会有更为准确的认知。 相反, 对于工作稳定性较低的群体而言, 由于对资源的

控制能力较弱, 可供使用的资源也相对较少, 缺乏应对群体压力的能力, 因而他们

在进行阶层地位认知时, 更加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 导致不能够准确地对自身

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判断,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也相对较高。 基于讨

论, 我们认为工作稳定性不仅会带来个体阶层认同的偏移, 也对个体的阶层地位

认同的偏差距离存在显著影响, 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 与工作稳定性较低的个体相比, 工作稳定性较高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

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距离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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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 简称 CSS)

数据进行分析。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5 年

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其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

的 151 个区 /县 (县级市) 和 604 个村 /居委会, 研究结论也可以推论全国 18—69 周

岁的常住人口。 2019 年的 CSS 调查共收集了 10283 个个案的基础信息、 劳动与就

业、 家庭结构、 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内容。 在本研究中, 由于 CSS2019 并未询问目

前未就业和从事农业工作的样本工作稳定性的情况, 因此, 我们将研究对象限定为

18—60 周岁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一个人口样本, 剔除了目前没有工作、 从事农业

工作和年龄超出就业范围的个案。 最后, 在剔除了一些变量的缺失值后, 本研究最

终得到了包含 3999 人的样本数据。

(二) 变量测量

工作稳定性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 以往研究指出, 工作稳定性是个体对当前

工作环境中不确定性的评估 (Greenhalgh & Rosenblatt, 1984)。 因此, 可以根据个体

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失业可能性的感知来测量个体工作稳定性的高低 (Kalleberg,

2018)。 本研究继承这一思路, 根据 CSS2019 调查中设计的题项 “您认为自己在未

来 6 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进行测量, 选项对应从 “1 = 完全有可能” 到

“5 =非常不可能”五个选项。 为了便于解释, 我们对此进行重新编码①, 数字越大表

明个体的工作稳定性越高。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因变量之一。 CSS2019 调查询问了被访

者认为目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分为对应着 “下” “中

下” “中” “中上” “上” 五个选项。 我们使用这一题项来测量个体的主观阶层认

同。 并将其进行重新赋值, 1 分表示最底层, 5 分表示最顶层。 分数越高, 表明个体

的主观阶层认同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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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认同偏差也是本研究考察的重要变量。 我们通过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程度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两个变量来测量。 其中,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程度通过

个体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减去客观阶层地位来测量。 数值若为 0, 表示个体的主观阶

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是一致的; 若为负, 表示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 若为正,

表示主观阶层认同向上偏移。 阶层地位偏差距离为个体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与客观阶

层地位之差的绝对值。 数值越大, 表示个体主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距离越大。

为了测量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我们需要计算出个体的客观阶层地位。 在以往的

研究中, 收入和教育是测量个体阶层地位最为重要的两个指标。 最近的研究指出,

住房资产也越来越成为评价中国居民阶层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 (李骏, 2021)。 因

此, 本研究使用个体的收入、 受教育年限以及自有住房数量三个指标来测量个体的

客观阶层地位。① 具体来讲, 借鉴以往的研究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我们使用

潜在剖面模型 (Latent Profile Model) 将收入、 受教育年限和自有住房数量三个维度

的客观阶层地位测量整合成了一个单维度的客观阶层地位变量。 表 1 报告了潜在剖

面模型的拟合结果。

　 　 表 1 客观阶层地位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结果

类别数量 Log-Likelihood 自由度 AIC BIC

1 - 57164. 73 5 114339. 50 114374. 60

2 - 51717. 60 9 103453. 20 103516. 60

3 - 50532. 80 13 101091. 60 101183. 10

4 - 50175. 99 17 100386. 00 100505. 60

5 - 49776. 58 21 99595. 15 99742. 96

6 - 49487. 94 25 99025. 88 99201. 85

7 - 49215. 51 29 98489. 01 98693. 14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 随着类别数量的增多, 潜在剖面模型估计结果的 Log-

likelihood、 AIC 和 BIC 三个指标均在发生变化, 但变化幅度有着显著差异。 当类别

数量从 1 类到 4 类时, Log-likelihood、 AIC 和 BIC 三个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 而

类别数量超过 5 类后, 类别数量增加所引起的三个指标的变化幅度都相对平缓。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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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 将客观阶层地位分为 5 类以内, 潜在剖面模型所估计的结果会更有效率。

然而, 考虑到 CSS 中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被分为 5 个等级, 为了便于计算个体主观

阶层地位偏差, 本研究将客观社会阶层地位也分为了 5 个类别, 分别对应阶层地位

的最底层到最高层。①

根据上述客观地位阶层的计算结果和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情况, 我们得了

一个取值范围从 - 4 到 4 的阶层认同偏差程度变量和取值范围在 0 到 4 的阶层认同

偏差距离变量。

本研究还控制了一些其他变量, 包括个体的性别 (1 = 男性, 0 = 女性)、 民族

身份 (1 =汉族, 0 =少数民族)、 年龄、 户口类型、 政治身份 (1 = 党员, 0 = 非党

员)、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工作技能要求、 单位类型 (1 = 体制内, 0 = 体制

外)、 职业地位、 收入和住房数量。 其中, 年龄通过 2019 年与个体出生年之差获得。

户口类型分为城市、 农村和其他三种类型。 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 高中和大

专及以上三个类别。 婚姻状态根据被访者目前的婚姻状况测量, 初婚有配偶和再婚

有配偶视为已婚, 赋值为 1; 未婚、 离婚、 丧偶、 同居及其他则视为其他状况, 赋

值为 0。 工作技能要求为个体对工作技能要求的主观评价测量, 对应着从 “不需要

专业技能的工作” 到 “需要很高专业技能的工作” 四个级别, 我们将其分别赋值为

1 到 4, 数值越大, 表明个体当前所从事工作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水平越高。 职业地位

分为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以及产业工人四个类别。

收入为个体 2018 年个人收入的总和, 包括工资和奖金收入、 最低生活保障、 金融理

财收入、 个人农业经营纯收入、 经营办厂和投资所得利润、 退休金、 养老金以及他

人赠予和遗产继承等。

表 2 报告了本研究使用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N =3999)

变量 平均值 / 百分比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分) 2. 374 . 883 1 5

阶层认同偏差程度 (分) - 1. 466 1. 181 - 4 4

阶层认同偏差距离 (分) 1. 653 . 90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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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平均值 / 百分比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稳定性 (分) 3. 731 1. 335 1 5

性别 (男 = 1, 女 = 0) 53. 30%

民族 (汉族 = 1, 少数民族 = 0) 93. 00%

年龄 39. 328 10. 601 18 60

户口类型

　 　 农村户口 60. 29%

　 　 城市户口 38. 13%

　 　 其他 1. 58%

党员 (是 = 1, 否 = 0) 14. 3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8. 51%

　 　 中专 / 高中 22. 03%

　 　 大专及以上 29. 46%

婚姻状况 (已婚 = 1, 其他 = 0) 81. 90%

工作技能要求 (分) 1. 977 . 916 1 4

单位类型 (体制内 = 1, 体制外 = 0) 23. 60%

职业地位

　 　 管理人员 6. 45%

　 　 专业技术人员 14. 33%

　 　 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51. 09%

　 　 产业工人 28. 13%

收入 (取对数) 9. 884 2. 659 0 15. 9

住房数量 1. 240 . 682 0 5

四、 分析结果

(一) 工作稳定性对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

我们首先分析工作稳定性对个体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

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要比女性更低, 已婚的要比其他婚姻状态的阶层地位认同更高,

年龄越大阶层地位认同也越高, 并且职业地位较低,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也越低。 就

家庭资产而言, 拥有住房资产较多的个体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也更高, 这与以往的研

究发现也是一致的。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工作技能要求变量的积极影响同样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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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这意味着, 工作特征同样是影响个体阶层地位认同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的来

讲, 上述发现进一步检验了以往学者们的研究结论。

那么, 工作稳定性如何影响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呢? 表 3 的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

工作稳定性的增加, 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在上升。 其中, 模型 1 的结果显示,

在控制个体的性别、 户口、 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收入、 职业地位、 住

房、 工作技能要求等变量后, 工作稳定性每增加一个单位, 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

同会增加 0. 096 (p < 0. 001)。 模型 2 报告了与模型 1 相似的结果。 在控制了其他变

量后, 与工作非常不稳定的个体相比, 工作不稳定的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高约

0. 204, 工作稳定性一般的高约 0. 290, 比较稳定的则要高约 0. 331, 非常稳定的高

约 0. 446, 这些差异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 001 的检验。 类似地, 模型 3 和模型 4

使用次序 logit 模型的分析结果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 工作稳定性对个体的阶层地位

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工作稳定性越高的个体有着更高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总体来讲, 这些结果均支持了假设 1 的预期, 亦即工作稳定性越高, 个体的主观阶

层地位认同也越高。

　 　 表 3 工作稳定性对个体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分析

变量
模型 1
(OLS)

模型 2
(OLS)

模型 3
(Ologit)

模型 4
(Ologit)

工作稳定性 (连续) 　 . 096∗∗∗

(0. 010)
　 . 212∗∗∗

(0. 023)

工作稳定性 (参照组: 非常不稳定)

　 　 不稳定
　 . 204∗∗∗

(. 057)
　 . 446∗∗∗

(. 126)

　 　 一般
　 . 290∗∗∗

(. 064)
　 . 633∗∗∗

(. 142)

　 　 比较稳定
　 . 331∗∗∗

(. 052)
　 . 733∗∗∗

(. 115)

　 　 非常稳定
　 . 446∗∗∗

(. 051)
　 . 984∗∗∗

(. 114)

男性
- . 112∗∗∗

(. 028)
- . 114∗∗∗

(. 029)
- . 247∗∗∗

(. 063)
- . 250∗∗∗

(. 063)

汉族
- . 085　
(. 053)

- . 082　
(. 053)

- . 191　
(. 119)

- . 185　
(. 119)

年龄
　 . 006∗∗∗

(. 001)
　 . 006∗∗∗

(. 002)
　 . 012∗∗∗

(. 003)
　 . 013∗∗∗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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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1
(OLS)

模型 2
(OLS)

模型 3
(Ologit)

模型 4
(Ologit)

户口 (参照组: 农村)

　 　 城市
. 016

(. 033)
. 018

(. 033)
. 027

(. 072)
. 032

(. 072)

　 　 其他
- . 035　
(. 109)

- . 032　
(. 109)

- . 089　
(. 239)

- . 083　
(. 239)

党员
　 . 121∗∗

(. 041)
　 . 125∗∗

(. 041)
　 . 274∗∗

(. 092)
　 . 281∗∗

(. 092)

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041

(. 037)
. 041

(. 037)
. 079

(. 081)
. 079

(. 082)

　 　 大专及以上
　 . 157∗∗∗

(. 046)
　 . 158∗∗∗

(. 046)
　 . 325∗∗

(. 100)
　 . 326∗∗

(. 100)

已婚
　 . 079∗

(. 038)
　 . 075∗

(. 038)
　 . 199∗

(. 083)
　 . 190∗

(. 083)

工作技能要求
　 . 074∗∗∗

(. 017)
　 . 074∗∗∗

(. 017)
　 . 156∗∗∗

(. 038)
　 . 155∗∗∗

(. 038)

体制内
. 015

(. 037)
. 016

(. 037)
. 027

(. 082)
. 032

(. 082)

职业地位 (参照组: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 . 153∗

(. 066)
- . 153∗

(. 066)
- . 316∗

(. 147)
- . 318∗

(. 147)

　 　 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 . 215∗∗∗

(. 059)
- . 214∗∗∗

(. 059)
- . 455∗∗∗

(. 133)
- . 456∗∗∗

(. 133)

　 　 产业工人
- . 228∗∗∗

(. 064)
- . 225∗∗∗

(. 064)
- . 512∗∗∗

(. 143)
- . 507∗∗∗

(. 143)

收入 (取对数)
. 008

(. 005)
. 008

(. 005)
. 018

(. 011)
. 018

(. 011)

住房数量
　 . 120∗∗∗

(. 020)
　 . 121∗∗∗

(. 020)
　 . 268∗∗∗

(. 045)
　 . 268∗∗∗

(. 045)

常数项
　 1. 605∗∗∗

(. 123)
　 1. 639∗∗∗

(. 126)

切割点 略 略

样本量 3999　 　 　 　 3999　 　 　 　 3999　 　 　 　 3999　 　 　 　

R 的平方 / 拟 R 的平方 . 092 . 093 . 038 . 038

Log-likelihood -4982. 315　 　 　 -4979. 882　 　 　 -4810. 137　 　 　 -4807. 835　 　 　

　 　 注: (1)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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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稳定性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

工作稳定性的差异是否也是个体阶层地认同偏差的重要来源呢? 表 4 和表 5 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表 4 报告了工作稳定性对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程度的影响。 其中, 模型 1 是基准

模型。 可以发现, 年龄较高者、 党员、 在体制内工作、 工作的技能要求越高, 越有

可能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而男性则要比女性、 汉族要比少数民族更加可能低估自

身的阶层地位, 并且职业地位越低, 也同样可能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另外, 模型

1 还发现, 收入水平越高, 越有可能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是

一致的 (范晓光、 陈云松, 2015)。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了工作稳定性变量。 结果显示, 工作稳定性对个

体阶层认同偏差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意味着, 随着工作稳定性的增加, 个

体会更加倾向于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换言之, 工作稳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个体的阶

层地位认同向上偏移。 在模型 3 中, 我们将个体的工作稳定性变量视作非连续变量,

进一步考察了工作稳定性与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程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同样表明, 工

作稳定性越高,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更可能向上偏移。 总体而言, 表 4 中模型 2 和

模型 3 显示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相符的, 工作稳定性是影响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偏

差程度的重要变量。 因此, 前文的假设 2 得到了检验。

　 　 表 4 工作稳定性对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程度的影响分析

模型 1
(OLS)

模型 2
(OLS)

模型 3
(OLS)

工作稳定性 (连续) 　 . 098∗∗∗

(. 011)

工作稳定性 (参照组: 非常不稳定)

　 　 不稳定
　 . 237∗∗∗

(. 060)

　 　 一般
　 . 324∗∗∗

(. 068)

　 　 比较稳定
　 . 348∗∗∗

(. 055)

　 　 非常稳定
　 . 472∗∗∗

(. 054)

男性
- . 139∗∗∗

(. 030)
- . 132∗∗∗

(. 030)
- . 134∗∗∗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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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1
(OLS)

模型 2
(OLS)

模型 3
(OLS)

汉族
- . 115∗

(. 056)
- . 116∗

(. 056)
- . 112∗

(. 056)

年龄
　 . 007∗∗∗

(. 002)
　 . 007∗∗∗

(. 002)
　 . 007∗∗∗

(. 002)

户口 (参照组: 农村)

　 　 城市
- . 010　
(. 035)

- . 020　
(. 034)

- . 017　
(. 034)

　 　 其他
- . 054　
(. 116)

- . 078　
(. 115)

- . 074　
(. 115)

党员
　 . 133∗∗

(. 044)
　 . 107∗

(. 044)
　 . 112∗

(. 044)

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 006　
(. 039)

- . 022　
(. 039)

- . 022　
(. 039)

　 　 大专及以上
. 030

(. 049)
. 018

(. 048)
. 018

(. 048)

已婚
. 028

(. 040)
. 031

(. 040)
. 026

(. 040)

工作技能要求
　 . 068∗∗∗

(. 018)
　 . 058∗∗

(. 018)
　 . 057∗∗

(. 018)

体制内
　 . 069 +

(. 039)
　 . 041　
(. 039)

　 . 043　
(. 039)

职业地位 (参照组: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 . 090　
(. 071)

- . 084　
(. 070)

- . 083　
(. 070)

　 　 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 . 164∗∗

(. 063)
- . 144∗

(. 063)
- . 144∗

(. 063)

　 　 产业工人
- . 145∗

(. 068)
- . 110　
(. 067)

- . 106　
(. 067)

收入 (取对数) - . 289∗∗∗

(. 006)
- . 294∗∗∗

(. 005)
- . 294∗∗∗

(. 005)

住房数量
　 . 093∗∗∗

(. 021)
　 . 082∗∗∗

(. 021)
　 . 082∗∗∗

(. 021)

常数项
　 1. 117∗∗∗

(. 126)
　 . 827∗∗∗

(. 129)
　 . 845∗∗∗

(. 133)

样本量 3999　 　 　 3999　 　 　 3999　 　 　

R 的平方 . 423 . 434 . 435

Log-likelihood - 5238. 126　 　 　 - 5199. 432　 　 　 - 5195. 713　 　 　

　 　 注: (1)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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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工作稳定性对个体阶层认同偏差距离的影响, 我们将表 4 的因变量替换

为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 表 5 报告了相关计算结果。

表 5 中的模型 4 同样是基准模型, 仅加入了个体的性别、 年龄、 户口、 族群身

份、 党员身份、 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变量和收入水平、 住房数量、 职业地位以

及工作技能要求等变量。 可以发现, 相比女性, 男性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更大。

年龄较大者和党员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更小。 但个体的收入越高, 阶层地位认

同的偏差距离要更大。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 模型 5 同样纳入了工作稳定性变量。 结果显示, 工作稳定

性对个体阶层认同偏差距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保持其他变量一致, 工作稳定性

每增加一个单位, 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会减小约 0. 061 (p < 0. 001) 个单位。

这表明, 工作稳定性越高, 个体就越能够准确定位自身的阶层地位。 在模型 6 中,

我们同样将个体的工作稳定性变量视作非连续变量, 进一步考察了工作稳定性与个

体阶层认同偏差距离之间的关系, 以检验稳定性结果。 结果同样表明, 工作稳定性

越高, 个体阶层认同偏差距离越小。 因此, 假设 3 同样得到了检验。

　 　 表 5 工作稳定性对个体阶层认同偏差距离的影响分析

模型 4
(OLS)

模型 5
(OLS)

模型 6
(OLS)

工作稳定性 (连续) - . 061∗∗∗

(. 011)

工作稳定性 (参照组: 非常不稳定)

　 　 不稳定
- . 105 +
(. 059)

　 　 一般
- . 194∗∗

(. 067)

　 　 比较稳定
- . 176∗∗

(. 054)

　 　 非常稳定
- . 277∗∗∗

(. 053)

男性
　 . 188∗∗∗

(. 030)
　 . 183∗∗∗

(. 029)
　 . 185∗∗∗

(. 030)

汉族
. 087

(. 055)
. 088

(. 054)
. 085

(. 054)

年龄
- . 010∗∗∗

(. 002)
- . 010∗∗∗

(. 002)
- . 009∗∗∗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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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4
(OLS)

模型 5
(OLS)

模型 6
(OLS)

户口 (参照组: 农村)

　 　 城市
. 045

(. 034)
. 052

(. 034)
. 051

(. 034)

　 　 其他
. 117

(. 113)
. 132

(. 112)
. 131

(. 112)

党员
- . 112∗∗

(. 043)
- . 095∗

(. 043)
- . 098∗

(. 043)

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017

(. 038)
. 027

(. 038)
. 025

(. 038)

　 　 大专及以上
. 022

(. 047)
. 029

(. 047)
. 029

(. 047)

已婚
. 034

(. 039)
. 033

(. 039)
. 034

(. 039)

工作技能要求
- . 012　
(. 018)

- . 005　
(. 018)

- . 005　
(. 018)

体制内
- . 077∗ 　
(. 038)

- . 060　
(. 038)

- . 060　
(. 038)

职业地位 (参照组: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 . 037　
(. 069)

- . 041　
(. 068)

- . 041　
(. 068)

　 　 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 061

(. 061)
. 049

(. 061)
. 048

(. 061)

　 　 产业工人
. 011

(. 066)
- . 011　
(. 066)

- . 012　
(. 066)

收入 (取对数) 　 . 059∗∗∗

(. 005)
　 . 062∗∗∗

(. 005)
　 . 062∗∗∗

(. 005)

住房数量
- . 031　
(. 021)

- . 025　
(. 021)

- . 024　
(. 021)

常数项
　 1. 273∗∗∗

(. 123)
　 1. 454∗∗∗

(. 127)
　 1. 414∗∗∗

(. 130)

样本量 3999　 　 　 3999　 　 　 3999　 　 　

R 的平方 . 057 . 064 . 065

Log-likelihood - 5133. 724　 　 - 5117. 886　 　 - 5116. 236　 　

　 　 注: (1)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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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均来自个体的主观判断, 直接进行估计可能会面

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 为最大限度地缓解这一问题, 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来解

决潜在的估计偏差, 以对上文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具体来讲, 我们将个体所处

行业和区域①的平均工作稳定程度作为个体工作稳定性的工具变量, 进而检验个体

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程度和偏差距离的关系。 由于

行业和区域的工作稳定性均值可以视为一个宏观的工作稳定程度变量, 因而与个体

的工作稳定性高度相关。 而且由于人们的阶层地位定位具有全社会比较的特征 (陈

云松、 范晓光, 2016), 行业和区域的工作稳定性也有很大可能不会直接影响阶层

地位认同等三个因变量, 从而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② 表 6 报告了使用该

工具变量时的估计结果。③

从表 6 中可以发现, 我们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显著影响个体的工作稳定性。 而且,

表 6 中内生性检验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所选取的工具变

量是有效的, 那么前文中所报告的工作稳定性与阶层地位认同和偏差之间的关系并

不会受到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的威胁, 并且比表 6 中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

此外, 表 6 的结果还显示, 尽管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与前文有所差别, 但其估计结

果与我们前文中的发现是基本一致的。

　 　 表 6 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方法的模型估计结果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阶层认同偏差程度 阶层认同偏差距离

选择方程

(Oprobit)
结果方程

(OLS)
选择方程

(Oprobit)
结果方程

(OLS)
选择方程

(Oprobit)
结果方程

(OLS)

工具变量
　 . 699∗∗∗

(. 047)
　 . 699∗∗∗

(. 047)
　 . 698∗∗∗

(.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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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研究将行业细分为制造业等 26 个行业, 区域分为华北、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六个区域。
我们对文章使用的工具变量与个体阶层地位认同等三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在

纳入控制变量和工作稳定性变量后, 工具变量并不显著影响三个因变量。 另外, 我们也考察了省级层

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失业率以及行业的平均工资和高学历比例等反映地区和行

业发展状况的变量与三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同样表明, 这些地区和行业层次变量均没有显著

影响。
表 6 仅报告了使用条件混合过程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CMP) 进行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 我们还使用

传统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了计算, 结果与表 6 是一致的, 并且计算结果还表明, 行业和区域平均工作稳定程

度不是弱工作变量。



续表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阶层认同偏差程度 阶层认同偏差距离

选择方程

(Oprobit)
结果方程

(OLS)
选择方程

(Oprobit)
结果方程

(OLS)
选择方程

(Oprobit)
结果方程

(OLS)

工作稳定性 (参照组: 非常不稳定)

　 　 不稳定
　 . 257∗∗∗

(. 074)
　 . 296∗∗∗

(. 078)
- . 180∗

(. 076)

　 　 一般
　 . 369∗∗∗

(. 095)
　 . 411∗∗∗

(. 100)
- . 305∗∗

(. 098)

　 　 比较稳定
　 . 443∗∗∗

(. 111)
　 . 471∗∗∗

(. 118)
- . 333∗∗　
(. 115)

　 　 非常稳定
　 . 629∗∗∗

(. 169)
　 . 673∗∗∗

(. 179)
- . 535∗∗　
(. 175)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 560∗∗∗

(. 143)
　 . 759∗∗∗

(. 152)
　 1. 525∗∗∗

(. 149)

内生性检验结果

atanh rho
- . 077　
(. 068)

- . 080　
(. 068)

. 105
(. 068)

样本量 3999　 　 　 3999　 　 　 3999　 　 　

Log-likelihood - 10420. 938　 　 　 - 10636. 716　 　 　 - 10556. 729　 　 　

　 　 注: (1)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以往的研究经常使用劳动合同签订类型来测量个体的工作稳定性, 为此, 我们

将个体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分为四个类别: 不需要签订合同或签订人事合同、 签订

劳动合同、 签订劳务合同和家庭帮工、 没有签订合同或其他情况。 可以推断的是,

不需要签订合同或签订人事合同的工作稳定性最高, 没有签订合同或其他情况的工

作稳定性最低。 表 7 报告了使用该方法测量工作稳定性的估计结果。 可以获知, 相

比不需要签订合同或签订人事合同的个体, 签订劳动合同等三种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的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要更低, 而且也更加倾向于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并且

阶层地位偏差距离也要更大。 这与我们前文的发现基本是一致的。 另外, 表 7 的结

果还显示,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 签订劳务合同及家庭帮工的

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要更低, 也更加倾向于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而且阶层偏差距

离也最大。

211

社会发展研究 2024. 1



　 　 表 7 稳健性检验: 使用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测量工作稳定性的估计结果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Ologit)
阶层认同偏差程度

(OLS)
阶层地位偏差距离

(OLS)

劳动合同签订 (参照组: 不需要签订合同或签订人事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
- . 549∗∗∗

(. 119)
- . 264∗∗∗

(. 056)
　 . 224∗∗∗

(. 054)

　 　 签订劳务合同或家庭帮工
- . 975∗∗∗

(. 168)
- . 469∗∗∗

(. 080)
　 . 378∗∗∗

(. 079)

　 　 没有签订合同或其他
- . 522∗∗∗

(. 131)
- . 251∗∗∗

(. 061)
　 . 125∗

(. 060)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 460∗∗∗

(. 159)
　 1. 038∗∗∗

(. 156)

样本量 2872　 　 　 2872　 　 　 2872　 　 　

R 的平方 / 拟 R 的平方 . 039 . 420 . 070

Log-likelihood - 3432. 387　 　 - 3717. 783　 　 - 3658. 574　 　

　 　 注: (1)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

最后, 我们还使用最近三年内的换工作次数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检验, 同样获得

了与前文一致的发现。 总之,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我们在前文中所得出的结论是

比较可靠的。

五、 结论与讨论

工作稳定性与个体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存在密切的关系。 本研究

利用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的数据, 详细分析了个体的工作稳定程度与主观阶层

认同和偏差之间的关系。 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发现。 第一, 工作稳定程度对个体

的主观阶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工作稳定性越高, 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越高。

第二, 工作稳定程度同样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程度。 数据的分析结

果表明, 工作稳定程度越高,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更加可能向上偏移。 第三, 尽管

工作稳定性较高的个体倾向于高估自己的阶层地位, 但并不意味着工作稳定性越高,

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的偏差距离会更大。 相反, 数据的结果表明, 随着工作稳定性

增加, 个体对自身的阶层地位会有更加明确的认知和定位,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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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小。 此外, 本研究还利用工具变量模型以及使用劳动合同签订类型和工作流动

次数测量工作稳定性等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 无论是使用

工具变量方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还是使用劳动合同签订类型和工作变换次数

这两个客观指标来测量工作稳定性, 上述发现仍然是稳健的。

本研究的结论丰富了工作稳定性下降的社会后果研究。 在过去的研究中, 学者

们更多将研究聚焦于身心健康、 组织绩效等领域, 指出工作稳定性的下降是导致健

康不平等和组织绩效降低的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 工作稳定性的高低还会

影响到人们对自身阶层地位的定位。 工作稳定性越高, 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认同越

高, 并且也更倾向于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 反之亦然。 这一结果意味着, 工作稳定

性的社会后果并不仅限于健康和组织领域, 它还在人们的社会心态领域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由于人们的心态往往与特定的社会行为相关联, 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更

加广阔的领域分析工作稳定性的后果, 特别要注意分析工作稳定性与社会心态之间

的关系以及可能的社会后果。

本研究也扩展了阶层地位研究的理论视野。 在过去的研究中, 研究者大多从客

观的社会经济状况来分析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和偏差问题。 然而, 这一研究取

向实际上更加适合分析分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地位之

间的关系。 当社会经历剧烈变革和重组时, 由于不确定性的上升, 人们往往观察到

收入、 职业地位等客观的阶层结构与人们的社会意识、 行为和态度的关联越来越弱,

并且呈现出不一致的情形。 因此, 在现代社会, 不确定性也是影响社会成员阶层认

同和偏差的重要因素。 基于这一观点, 本研究探讨了工作稳定性与阶层认同和偏差

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工作越稳定的个体, 对自己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有更

加准确的定位; 相反, 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则会导致阶层地位偏差的扩大。 这意味着

当今社会的工作稳定性下降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上升是产生阶层认同偏

差的重要机制, 它使得人们的客观阶层位置和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更加不一致。 由于

阶层地位认同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密切关联, 人们的这种主客观地位的不一致性最

终可能会带来新的社会风险。 这需要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关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 首先, 本研究没

有考察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差异, 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

步的分析。 其次, 对工作稳定性社会后果的研究外延还可以进一步扩展。 比如, 本

研究仅分析了工作稳定性与个体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 没有触及社会公平感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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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 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做出更加有益的探索。 最后, 由于数据的限制, 我

们没有对工作稳定性与个体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历时性分析, 这同样需要

学者们未来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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